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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现代化是由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矛盾冲突所引起的多向性综合历史变革过程: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变革  

    现代化是-个国家或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变革，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现代工业文明逐渐兴起、扩展并取代传统
农业文明的社会巨变。由于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是首先从西方国家中产生，然后向非西方世界扩散的，因此，对于非西方
国家来说，其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接纳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在接纳过程中，通过本国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运
动，在不断地改革本国的传统农业文明，使之适应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也不断地改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使之与本国的传统文明相溶合，最
后形成一种本土化的、继承了本国传统文明中能够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精华部分的新的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过程一旦完成，也就是当这种新的现
代工业文明覆盖了全部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完成了现代化过程，从而迈入了现代工业社会。在研究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的时候，切忌两种片
面的倾向。一是由于其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接纳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而将它理解为就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就是单纯地移植西方文明的过程。
这种观点忽视了西方工业文明在进入非西方国家后，在与该国的传统文明的矛盾冲突之后被改造得与该国的传统文明相溶合从而使其本土化了的
事实。另一种倾向是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袭入视为完全是破坏该国的发展进程的过程。这种观点将目光主要集中于由本国的传统文明与西方工
业文明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动乱和灾害，而忽视了只有通过这些矛盾冲突才能使本国的传统文明演变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事实。罗荣渠教授正是通
过对这两种片面倾向的批判地反思中开始其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罗荣渠教授将重点放在对后一倾向的反思上，因为对前一倾向反思无论在国内或
国外都随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而已广泛展开，而对后一倾向的反思在国内仍然困难重重。后一倾向在国内的主要表现是将近代中国贫穷落
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或主要归咎于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渗透和帝国主义侵略。在这种倾向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被
看作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罗荣渠教授尖锐地指出：“广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侵略论似乎是反西方中心论的，但如果只承认帝国主
义是近代中国各种变化的主导因素，忽视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把内部问题简单地归之于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服投降，而排除这一
复杂历史过程中的多样性选择，实质上仍是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论。”[1] 在“帝国主义侵略论”中，只看到了西方工业文明中恶的方面，即殖
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破坏作用，而忽视了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外壳掩盖下的本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复杂的矛盾运动，以及
通过这种复杂的矛盾运动，中国不断地走向现代社会的趋势。而罗荣渠教授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恰恰要将研究的焦点对准这种为“帝国主义侵略
论”所忽视的复杂矛盾运动过程，从这种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探求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罗荣渠教授根据历史唯物
主义原理，将西方工业文明侵袭进来以后，引起中国近代变革的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中国农业文明的矛盾运动划分为三组，即殖民主义侵略
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农副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以儒教
文化为核心的华夏农耕文明的矛盾。[2] 罗荣渠教授强调，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既要重视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又不能忽视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
客观趋势。  

    通过对以上两种倾向的批判和反思，罗荣渠教授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变革。在第一种倾向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用西方现代
文明取代传统中国文明的过程，在后一种倾向中，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在西方文明的破坏下不断受到挫折的过程，它们都忽视了中国的现代化
是一个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国走上通向现代社会之路的大变革是由外力推动的。”[3] 如果没有西方工业文
明(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就不可能(至少不能这么早地)启动现代化进程。因为在西方工业文明到来前夕，中国内部本身根本
不具备自发走向现代社会的条件。不仅如此，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严重的自身衰败化过程之中。但是，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中国的现代
化并不是简单地由西方工业文明取代中国传统文明的过程。中国的传统文明在不断地改革自身的同时也在改造西方工业文明。西方工业文明对中
国历史进程的作用必然要同中国社会自身的运动相互交织并受到改变。“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发展过程既不能看成是‘外因’引起的单向运动，
也不能看成是‘外因’与‘内因’对立两极之间的直线运动，应看成是错综复杂的、多线性多方向的矛盾运动。”[4] 

    罗荣渠教授把西方工业文明袭来之后，在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的中国近代变革总过程归纳为以下四个不同的过
程：（1)自身衰败过程。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治权威的衰落和作为立国基础的农村和农业的衰败，它是中国传统的“王朝循环”运动，若没有西方
工业文明的袭入，这一过程将使清王朝为一个新的王朝所取代。(2)半边缘化过程。这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下，中国原有的进程被打
断，被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沦为依附性的半殖民地的过程。(3)革命化过程。这是反抗以上两个过程
的运动。在西方工业文明袭来之前，这种反抗运动是一种传统意义的农民运动，它是导致王朝变更的主要动力。在西方工业文明袭来之后，这种
反抗运动脱离了传统范畴，演变为一种具有资产阶级世质的民主革命，它不但是国家衰败的抑制力量，同时也是半边缘化的抑制力量，也就是反
帝反封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它又进一步演变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4)现代化过程。这是中国在西方工
业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现代化与衰败化和半边缘化是完全对立的过程，衰败化和半边缘化愈甚，
则现代化愈弱，相反，则现代化愈盛。革命化作为抑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手段，其愈有效，便愈有利于现代化的进展。中国的现代化史就是革
命化过程与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过程相互斗争，革命化过程逐渐抑制衰败化过程和半边缘化过程，使时隐时现、时断时续的现代化过程逐渐显现出
来并最终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的历史。只有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变革中这四大过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才能正确地解
释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全部复杂性的困难所在，正确解释中国通过革命化使现代化成为主流的独特道路，正确解释中国现代化为什么呈现为一
种极不稳定的波折式推进。[5]  

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分析: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及模式转换问题  

    在完成了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变革后，罗荣渠教授集中主要的力量，对中国现代化的具体进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在衰败化、半
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四种过程的交织运动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多次大的转折:从l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为清政府尝试进行君主制的
自上而下的保守现代化的时期;l91l年至l949年为共和制度下的国家重建时期，其中1911年至l927年为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实验期，1927
年至1949年为以城市为基础的仿效德国保守型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与以农村为基础的仿效俄国式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相
互对立，但以保守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主导的时期； 1949年以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其中l949年至l979年为激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时
期，l979年以后又转换为非常特殊的在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实行市场经济的混合型现代化模式。  



    任何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都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开始的。在现代化的启动和进展过程中，作为统治者的封建阶级对于现代化的态度对这个国
家或社会的以后的现代化进程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内源性现代化国家中，现代化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
发展的过程，而在外源性现代化国家中，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现代化是西方工业文明袭来之后一方面使这个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另一方
面又使其社会逐渐地产生否定原有社会结构而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无论哪种情况，封建统治者都必须面对一种新兴起的、与原来作为其
统治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相异质的、否定性的社会动向。此时，封建统治者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顺应这种发展趋势，不断地改革自身，在自
身的改革中推进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过渡。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者就会不断地通过自身改革向资产阶级转化，整个社会也会沿着资本主义
方向缓慢地走向现代化，革命将会被避免，或者只发生轻缓的革命。封建统治者的另一种选择是拒绝实行自身的变革，压制新兴的社会发展动
向，以期在维护原有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新的社会发展动向的力度的大小。如果新的发展动向具有很
大的力度，封建统治者就会为代表新的发展动向的新的社会阶级所推翻，从而通过革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相反，如果新的发展动向力度较小，
国家的现代化就会因为反动势力的压制而进展缓慢，甚至完全遭受挫折。在外源性现代化国家中，其现代化是由外力推动的，因而其发展一般都
由于缺乏内在的推动力而比较弱小，封建统治者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一般都取决于它是否能有效地抑制住西方工业文明袭来之后日益加深的边缘
化危机。而要抑制住边缘化危机，又必须在两个方面有出色的成就，一是在军事上有效地抗击殖民侵略，一是改革传统体制，使得由外力启动的
工业化和现代化能够较顺利地发展下去，二者缺一不可。而一旦做到了以上两点，封建统治者实际上就已经实现了自身的变革而脱离了传统的性
质。如果以上两个方面都没有做好，它的唯一结局就只能是垮台。 

    罗荣渠教授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力启动的，但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研究始终是围绕中国社会本身的体制和结构进行的。也就是说，
他要研究的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结构与体制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发生怎样的变化的”。[6] 在研究1911年以前由清政府主导
的自上而下的保守型现代化尝试时，罗荣渠教授就是围绕着清政府在抵抗半边缘化和抑制内部衰败化两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
和体制的变化和对现代化的影响而展开的。在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从内部自发地产生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新动向时，罗荣渠教授指出，其根本
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缺乏内在的强大启动机制”[7]。笔者曾根据对中国、英国和日本三国早期工业化启动机制的比较分析，将
这个“内在的强大启动机制”归结为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的出现和增长[8]，罗荣渠教授将其概括为“民间权势的增长”[9]。由于缺乏这种
内在的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清政府此后所面临的危机也不是由内力引起的，而是由西方工业文明的袭来引起的。清政府在面临边缘化危机
时，在军事上抵抗外来侵略和通过体制改变促进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成绩都极为糟糕。清政府总是“把对付内忧摆在高于任何外患的头等地位，
力图把西方引起的冲突当作地方性问题消极应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0]。如果清政府能够把外患置于头等地位，并且发动人民群众，用人
民群众的力量抵抗外来的军事侵略，是不至于在几次战争中败得如此惨重的。但是，清政府害怕人民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以后就会危及自已的统
治，因此总是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借用洋人来镇压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清政府的这种反动政策是导致历次中外军事对抗中不断失败的主要原
因，同时也使清政府的权威丧失殆尽。清政府在通过制度改革进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方面的成效也极差。清王朝形式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但实际上其内部结构却非常松散，对社会变革的容纳能力极小，不能强有力地组织全国范围的现代化运动。清政府面对集中了全国主要经济剩余
的地主阶级束手无策，不能将这种剩余调动起来投资于近代工业。清政府扼杀了戊戌维新运动，但内外压力下又不得不推行新政，成为维新志士
的遗嘱执行者。清政府这种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只能算是触及皮毛的改革丝毫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边缘化和衰败化危机，最后终于为全体国民
所唾弃，连立宪派也加入革命的阵营。“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并不是革命党人的强大，而在于清王朝的彻底腐败”。[11] 清政府与其说是被推
翻的，不如说是自行垮台的。在2O世纪初以前，西方资本主义还未完成向帝国主义的转化，国内革命力量也未形成，国际国内形势对于非西方国
家来说，都是比较有利于其开展现代化运动的。日本正是利用这一时机革新政治，大力推进民间资本的发展，从而基本摆脱了边缘化危机。中国
则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而未能利用这一时机，“一个追赶西方的最难得的机会终于完全丧失了”[12]。 

    清王朝垮台以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13] 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孙中山未
能完成这一任务。袁世凯试图将过了时的传统国家制度强加给力图走向现代化的国民，结果遭到了遗弃。无论是国家政权体制还是现代化，都必
须以一定的阶级力量为基础。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依托的国家政权体制建设和现代化都不可能行得通，因此，从2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从资产阶级以外的阶级中寻找重建国家政权体制和推动现代化的力量的动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逐渐转向
以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依托，而共产党则转向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依托。前者试图建立代表城乡地主资产阶级利益
的国家政权，并推行德国模式的统制经济型资本主义现代化，后者试图建立代表工农利益的国家政权，推行俄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1946
年以前，一直是前者点主导地位。l946-1949年，两条道路进行了决战，结果是后者战胜了前者，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 

    在中国，统制经济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走不通，是有其道理的。首先，在这种现代化模式下，社会资源和财富大都被集中在国家
手中，从而压制了民间资本主义的生长。这使得民间经济愈来愈匮乏，民间生产能力和向国家提供剩余的能力愈来愈萎缩。因此，其次，为现代
化所需的资金来源就成T问题。第三，统制经济的最恶劣后果是导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破产，这一方面导致了农村与城市相对抗和农村的革命
化，另-方面又使整个工业化失去了农村这个广大的市场。统制经济愈发展，就愈在资金和市场上依赖于国外，从而使整个经济结构愈来愈具有
对外扩张性，并推动国家政治的军事化和法西斯化。但是，第四，由于中国现代化外部条件的急剧恶化和外来影响的严重增强，使得无论是经济
扩张还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对外扩张实际上都已经不可能，从而决定了统制经济型现代化模式的必然失败。[14] 1946-1949年两条道路决战的结
果，从现代化理论来看，实际上是有必然性的。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现代化迎来了第二个转折时期。革命结束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内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
高度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并力图探索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中国对新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1949-1956):仿效俄国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脱勾，建立中央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第二阶段(1957-1978):试图突破俄国教条主义的束缚，
解放思想，独立地探索中国式的超前工业化的战略，主要是强化政治手段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毛泽东式的改革。这次大胆的新探索没有成功。第
三阶段(1979年始):推行从封闭式的现代化路线向开放式的现代化路线的重大转变，主要是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经济成分转化
为多种经济成分，实质上是转向一种中国式的混合经济模式。[15] 在前两个阶段中，由于经济体制是单一的和僵化的，经济增长总是在“冒
进”与反冒进的交替中曲折进展，只是到了第三阶段，把体制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手段，才逐渐摆脱“冒进”与反”冒进”的波折性反复。[16] 
罗荣渠教授把l979年的模式转换看成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三次大转折，这是从中国一百多年现代化运动史出发的，对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对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意义的充分肯定。 

    纵观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史，“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17]：从封建统治者推行的自上而下的
渐进改革式现代化，到孙中山领导的自下而上革命式的现代化，再到蒋介石统治时期仿效德国的统制经济型保守现代化，再到1949年以后仿效苏
联的激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后从l979年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混合型现代化。在l949年以前，各种现代化模式从滥觞到消失，有的
转瞬即逝，有的稍有进展就陷入挫折，不得不为其它模式所取代。这是自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以后，中国社会内部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
代化各种历史过程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的必然结果. 1949年的革命完成了国家重建任务，从根本上抑制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危机，使在近一百年
中时隐时现、时断时续的现代化过程上升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 1979年以后开始“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1
8]。 

三、随着衰败化和半边缘像日益加强的革命化过程:关于革命与现代往的关系问题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存在着一个突出特点，这就是随着历史的不断进展，革命化倾向愈演愈烈，每一次革命都比前一次革命更加激进，最



终导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于革命在近代中国变革中的作用，在理论界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在“史学革命”时期，鼓吹“革
命万能”论，认为革命可以代替一切，一切都可以通过革命来解决。这种倾向在文达到高峰。另一种倾向是在文革结束后，一部分人由否定文革
进一步延伸为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最近两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它不仅是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连旧民主主
义革命也一并加以否定，认为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按照清末立宪的路子走下去，中国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前一种倾向是一种“阶级
斗争中心论”。在这种倾向中，判断社会发展的标准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而是在生产关系中消灭私有制的程度，在阶级关系
中消灭资产阶级的程度。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在我国理论界支配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后一种倾向试图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革命，但由
于不懂得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更不懂得中国现代化的符殊历史条件，因而也是不正确的。罗荣渠教授通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具体分析，阐
明了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在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理论结构当中，革命化是作为反抗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将中国社会引向复兴、对现代化具有正面效应的过程的。衰败
化过程和半边缘化过程将中国社会引向沉沦，只有通过革命，通过革命化过程抑制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过程之后，现代化才能上升为社会变革的
主流趋势。罗荣渠教授指出，中国现代化的严峻的历史条件是面临着双重危机，即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危机。前者是半边缘化过程的直接后果，
后者是内部衰败化过程的严重后果。在中国近代史上，半边缘化过程和衰败化过程都是愈来愈严重，这迫使作为它的对抗过程的革命化倾向也愈
来愈激烈。辛亥革命是“地方士绅要求参与政冶的运动、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运动、各省实力派独立自保的运动等多种力量的汇合”[1
9]，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和强大的阶级力量为基础，因而未能起到抑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危机的作用。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出现了国家重建的危
机。事实证明，为了有效地抑制已经如此严重的衰败化和半边缘化危机，单靠一场包括弱小的资产阶级力量在内的各种旁枝分流式力量的汇合的
软弱革命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社会需要一场以强大的阶级力量为基础，或者以各革命阶级的大联合为基础的更加强大的革命，才能摆脱民族危机
并实现国家的重建。北伐战争就是一场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大小资产阶级和地方士绅的大联合的革命运动。如果这次革命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胜利，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的、联合的政府，有效地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使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趋势。但是，众所周知，
这次民族大联合由于国共分裂而失败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阶级大分裂和大对抗的局面:国民党政权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盘踞城市并在形式上
掌握政权，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退居边缘农村，进行土地革命。由于这种阶级的分裂和对抗，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确立了一个
国家政权，但这个国家政权实际上是软弱无力的，其政治权威也是受到严重局限的。特别是国民党仿效德国的统制经济政策，导致农村和农业衰
败，使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严重动摇。由于阶级对抗的日益严重化和国内统治基础的严重不稳，国民党政权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才能维持其统
治，因此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半边缘化趋势有增无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使得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缺乏有效的抵抗
能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过程，局部地区甚至被完全边缘化。中国社会的现实使得必须经历一场比北伐战争更为强烈的
革命才能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以被用马克思主义充分动员起来的声势浩大的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为
主力，联合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强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这次革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国家政权，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衰败化和
半边缘化趋势，使现代化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趋势。从实践来看，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确实是越来越激烈的，但其根本的内在原因
在于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势的越来越严重。“由于内外危机不是愈来愈减弱，而是愈来愈加深，因此对理论与手段的选择也愈来愈激进。这样，
内部衰败化与边缘化的升级也导致革命化的升级。”[20] 革命在其激烈程度不能抵抗衰败化和边缘化时，就不能算是成功的，但在超出了为抵
抗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需要时，不是使革命遭受挫折，就是对现代化造成破坏作用。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搞过火打击并一味地
攻打中心城市，结果使革命屡遭挫折。又如文化大革命超出了现代化要求，对中国的现代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在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政权以
后，就不应当再进行所谓的“继续革命”。这是中国现代化史上的一个深刻教训。 

    否认革命对于现代化的作用的入的这一观点，即认为按照清末立宪派的改革路子走下去，中国就会顺利地实现现代化，是十分幼稚和根本不
懂历史的观点。清政府在20世纪以前在产业领域一直顽固地坚持“官营”政策，抑制民间资本的发展。前面已经指出，正是清政府的这一反动政
策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发展民间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而日本正是利用这段西方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资本输出的时机大力发展民间资本，使日本的
现代化抢先中国一步的。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商品输出也过渡到了资本输出，中国现代化的国际形势急剧恶
化。“庚子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庚子”之后，清政府终于推行“新政”，开始倡导私人资本的发展，但除了准许设商会以外，没有
其它任何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在如何培植民间资本上，没有任何有力的行动，这与日本的明治政府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是所谓的“新政”在经济
上完全失败的主要根源。“新政”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是完全失败的。当时的体制改革的个主要目标应当是在政治上吸引地方士绅、具有改革倾
向的地主阶级分子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与到国家政治活动和改革运动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使改革成为一场强
力的、对社会具有根本改造作用的运动，促使改革取得成功。但清政府的政治改革始终是一种文过饰非式的花样文章，致使立宪派也开始反对清
政府。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把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加入革命行列理解为立宪派钻入革命阵营破坏革命，这是一种简单化的、非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立宪派加入革命行列恰恰说明了清政府已完全不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革命，需要重建国家体制。 

    罗荣渠教授特别强调国家重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自下而上自发的发展动力极小，需要由国家进
行自上而下地强有力的推动，这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体制。“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愈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
动。”[21] 当然，这种强大的国家力量的存在并不是要将社会资源和财产都集中到国家手中，而是要用强力去扶持民间资本的成长。清政府是
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所以应当加以唾弃。相反，国民党政府虽然比清政府要强有力一些，但它抑制而不是扶持民间资本和市民社会的成长，所
以应当通过革命于以推翻。 

    罗荣渠教授澄清了在国家重建和政现代化问题上的一个虚幻的假像，即认为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建和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应当是政治民主
化。这是一种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为目标模式的政治发展理论。罗荣渠教授指出，民主化只不过是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重建的一个内容，除此之
外还有许多其它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封建主权国家转变为现代主权国家，世袭的等级官僚制转变为合理科层官僚制，国家的有限的经济、财政
控制与税收权力转变为庞大的经济财政控制与增税权力，臣民体制转变为公民体制，亲兵和雇佣兵制转变为常备军制，等等。[22] 这些转变的
根本目标是加强和扩大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增强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在西方内源性现代化国家中，现代化所经历的总的时间比较漫长，因而
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这些转变，而在非西方外源性现代化国家中，必须在短期内进行赶超型的现代化，所以必须同时实现以上转
变，这就使这些国家的国家重建任务变得异常困难，从而也加强了革命在国家重建过程中的作用。况且议会民主制作为民主制度这一内容的外在
表现形式，是西方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只不过是民主这一内涵的一种表现形式，民主的内涵还应有其它的表现形式。在中国近现代史
上，有不少自由知识分子把议会民主作为国家重建和政治现代化的唯一目标，并进行反对强化国家权力的活动，这是与现代化的总方向背道而驰
的。 

四、  以现代化为中心重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革命”及其意义  

    在通过以现代化为中心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变革过程进行了客观的研究和分析之后，罗荣渠教授就合乎逻辑地得出了如下
结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不仅仅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主义
压迫，把中国引向独立民主这样两个过程，而是个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不应当把
阶级斗争作为近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线索，而应当把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这一历史巨变作为中国近代变革的基本脉络并以此把
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这一结论具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革命”的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把阶级斗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唯一
线索，把革命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唯一解释模式的“左倾”倾向，确定了以生产力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以现代化为近现代变革的主要趋势这
一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准则。区别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罗荣渠教授的这一理论变革可以称之为中国近现



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并不否认革命，也不否认阶级斗争在中国近现代变革中的作用及其对于现代化的意义，而是将革命、将
阶级斗争置于现代化这一近现代史的中心主题中加以理解，它不是独立的，更不是唯一的过程，它服从于现代化这一根本目标。这也就是说，当
革命和阶级斗争超出现代化的需要时，就是破坏性的，就是违背历史大趋势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要比“革命史范式”容纳更
多的内容，涵盖更多的方面。“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化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
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
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23]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的建立是历经近30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理论变革”的必然，是这种“理论变革”在中
国近代史领域的反映。长期以来，我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只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忽视
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生产力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学说;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根本决定
作用。这种思潮反映到历史研究领域，就是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并进一步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学的研究中心。这种观点认为：
“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历史，要通过阶级斗争、伟大的革命运动来变革历史。”“既然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动
力，历史学的对象、任务，就应当是研究一幕幕阶级、阶级斗争的种种基本事实，研究那些基本事实所表现出的阶级、阶级间的矛盾、运动。这
就是历史研究的中心。”[24] 在这种历史观下，历史成了一场场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的连接，历史研究也成了单纯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而对政
治运动和思想斗争的内容和形式起决定作用、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根本推动作用的人类物质生产和生活过程则被彻底抹去了。反映到中国近现代
史研究领域，这种思潮则把作为政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的所谓“两个过程”当作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而把处在历史更深层、内容更为
广博的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化置于可有可无的点缀或补充位置。[25] 这就是所谓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26] 这不
是一种真正的唯物史观。因为“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它“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
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27] 而真正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从直接生
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
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
且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28]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
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
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
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9] 也就是说，在真正的唯物史观下，历史发展的根本动
力是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在真正的唯物史观下，其他如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
步也会发挥作用，有时甚至是巨大的作用，它们与经济因素一道，组成一个合力，但他们归根结底都不能超出经济条件的最后限制。“从这个观
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
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3
0] 也就是说，在真正的唯物史观下，历史研究的中心应当是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从人类的经济生活出发阐明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的内容和形
式，对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研究，无论与经济偏离得多元，都要围绕经济，不能脱离经济的主轴。“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
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
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31] 罗荣渠教授根据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思想，
提出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32]，提出“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
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并以此对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变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初步确立了真正唯物史观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
“现代化范式”。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的确立，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是对自认为是唯物史观实际上却是对唯物
史观的歪曲的所谓“革命史范式”的一次革命，是我国进入新时期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革新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把中国近现代史解释为单纯的激进主义革命史，它一方面使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否定中国革命有机可乘，
[33] 另一方面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根源长期得不到揭示，现实与历史之间似乎不是连续的，而是断裂的。[34] 中国近
现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不能解释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继续走前苏联型的僵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而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则成功地揭示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在“现代化范式”中，
人类历史发展的中轴不是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而是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结果，是一
元多线历史发展规律之使然，一切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的社会变革都会扭曲历史的发展，最终要被历史扭转回来。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才刚刚开始形成，它要达到成熟阶段，还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工作，包括精深的理论研究和细致的具体
研究。我们相信，它一定会走向成熟，因为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原载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罗荣渠教授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次收入本书
时作了修订和增补。） 

                                       2005年12月16日定稿于光辉南里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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